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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增长阵痛期:
中国经济结构向高质量服务化转型

白雪洁　 宋　 培　 逯海勇　 李　 琳∗

　 　 摘要: 本文再次验证“结构性减速”在中国的成立性ꎬ指出中国经济“服务化”
的“被动”属性ꎬ并阐述“被动服务化”的特征事实及后果ꎬ最后探索数字经济助推

中国经济高质量服务化的可能路径ꎮ 研究表明ꎬ２０１２ 年之前ꎬ中国经济处于“去农

业化”阶段ꎬ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ꎬ但这种“服务化”是一种建立在

制造业“未高先衰”上的“被动服务化”ꎻ此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被

动服务化”引致的“结构性减速”ꎬ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下降ꎻ生产要素被迫流

入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ꎬ可能导致中国服务业低端蔓延和制造业“技术－效

率”升级路径断裂ꎻ“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ꎬ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高

质量服务化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ꎮ
关键词: 被动服务化ꎻ结构性减速ꎻ鲍莫尔成本病ꎻ数字经济ꎻ产业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２.９

一、引言

相较于“十三五”规划«纲要»ꎬ“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去除了“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

高”的要求ꎬ并首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ꎬ这与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的普遍

规律是否相悖? 关于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经验性学说ꎬ从“配第－克拉克”定理

到库兹涅茨的“结构性加速”理论ꎬ再到鲍莫尔－富克斯的“结构性减速”理论ꎬ都揭示出伴随

人均收入提升ꎬ经济重心将从农业向工业进而向服务业转移的一般性规律ꎮ 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以来ꎬ国家整体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ꎬ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减速的幅

度越大ꎬ这似乎与“结构性减速”现象相吻合ꎮ 对此ꎬ多数学者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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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出发ꎬ认为增速下滑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ꎬ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不

是结构性的ꎬ而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限所致(袁富华ꎬ２０１２ꎻ吕健ꎬ２０１２ꎻ王兵、尹淑桃ꎬ
２０２０)ꎮ 若此轮经济增速下滑属于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ꎬ那么“十四五”期
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否有必要ꎬ或者说如何能保持? 换一个角度ꎬ发达国家中制造

业还保持较高比例的日、韩、德等国家ꎬ目前其人均 ＧＤＰ 为 ３ 万—４ 万美元ꎬ制造业比重普遍

保持在 ２０％以上ꎬ而中国人均 ＧＤＰ 刚刚超过 １ 万美元ꎬ制造业占比已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２.０６％下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６.１８％ꎬ这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过早或过快“去工业化”的担忧(郭克莎、
彭继宗ꎬ２０２２ꎻ江飞涛等ꎬ２０２２)ꎮ 虽然制造业占比下降与其分工水平不断提升、非制造环节

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有一定关联ꎬ但现阶段中国工业和农业部门对生产性服务

的派生需求还没有达到足以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程度ꎬ即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ꎬ具
有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有效形成ꎮ 由结

构性、体制性的资源错配带来的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不同于工业化高级阶段产业结构自然

演进的结果ꎬ可能是过早“去工业化”ꎬ或者说是制造业的“未高先减”导致的ꎮ 与发达国家

经济转型时面临的单一问题不同ꎬ中国当前所遇到的是复杂性、结构性和系统性交织的难

题ꎬ若不能顺利实现增长动能转换ꎬ这种转型“阵痛”很可能会演变为“久痛”ꎮ 当下ꎬ中国已

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ꎬ结合中国现实

系统性地梳理和探讨经济“服务化”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对推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在高质量

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至关重要ꎮ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ꎬ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经济

真的进入“服务化”阶段了吗? 最近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是由“服务化”带来的吗? 如何避

免像拉美国家那样ꎬ在经济转型中长期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久痛”?
已有文献主要围绕中国经济结构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ꎬ以及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

要原因展开ꎬ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仍存在争议ꎮ 如张月友等(２０１７)认为中国产业结构

的“服务化”趋势还不突出ꎬ尚未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ꎬ工业生产率下降是经济增速放缓

的主要原因ꎻ杨天宇和曹志楠(２０１５)则提出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

降才是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ꎮ 但蔡昉(２０２１)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存在着过早去工业

化的现象ꎻ郭克莎(２０２２)指出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给中国经济带

来了较大的“结构性减速”压力ꎻ韩永辉等(２０１６)从中国省份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发现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ꎻ宋建和郑江淮(２０１７)通过构建 Ｂａｕｍｏｌ 非平衡

增长模型验证了服务业“成本病”与“结构性减速”的存在ꎮ 综上所述ꎬ现有文献虽然基于一

个或多个视角对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和经济增速放缓现象展开了理论与实证研究ꎬ且不

乏国际比较与历史分析ꎬ但考虑到当前产业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ꎬ产业融合、数字经济等新

经济形态不断蔓延渗透的客观条件变化ꎬ以及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多重叠加的主观因素变动ꎬ
综合纳入以上主客观环境的系统性研究不足ꎮ 基于此ꎬ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在充分考

虑产业内涵和外延拓展、产业间融合互动等新发展趋势的前提下ꎬ以典型事实的统计分析对

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和“结构性减速”问题进行了再验证ꎬ指出 ２０１２ 年这个关键节点ꎬ正
是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的起点ꎻ二是提出中国经济“服务化”是一种建立在制造

业“未高先衰”基础上的“被动服务化”ꎬ并分析了其可能造成的后果ꎻ三是探索了数字经济

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服务化的可能路径ꎮ 本文研究为“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

定提供理论依据ꎬ为中国顺利渡过经济转型“阵痛”期提供政策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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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结构性减速”再验证

伴随着新技术新产业变革与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ꎬ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作为其事实论

据的国际经验对当今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受到质疑ꎮ 一是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中的服务

业相比ꎬ现阶段服务业的内涵、内容和形式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延伸ꎬ尤其是生产性服务

业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边界趋于融合模糊ꎻ二是与西方发达

国家自然演进的产业结构变迁相比ꎬ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时间压缩的特点ꎬ就业人口持

续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ꎬ即“工业化”与“服务化”具有一定的交叉并行特征ꎮ 因此ꎬ
判断中国是否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ꎬ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中国经济真的“服务化”了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由“服务化”带来的吗?

(一)中国经济真的“服务化”了吗?
１.基于产出份额变化趋势的判断

本文首先基于产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判断中国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ꎬ图 １ 显示了中国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趋势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２ 年之前ꎬ第一产业

占比持续下降ꎬ第二产业占比在 ４５％~５０％区间内震荡波动ꎬ而第三产业占比则逐年上升ꎬ表
明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并非建立在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的前提下ꎮ 这意味着不

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再“服务化”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ꎬ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总体呈

现为“去农业化”ꎮ 但 ２０１２ 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ꎬ且自此之后第二产业占比由

４５.４２％连年下滑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７. ８２％ꎬ而第三产业占比则逐年上升ꎬ到 ２０２０ 年已达到

５４.５３％ꎮ 从三次产业产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ꎬ第二产业占比出现长达 ９ 年的连续下

滑ꎬ且这 ９ 年间第三产业占比增加超过 １０％ꎬ表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一升一降”并非短

期波动而是长期趋势ꎻ相较于 ２０１２ 年之前ꎬ２０１２ 年后第二、三产业占比之间的差距迅速拉

大ꎬ至 ２０２０ 年扩大至 １６.７１％ꎮ 综上ꎬ基于产出份额的变动可以发现ꎬ中国经济自 ２０１２ 年起

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ꎮ

图 １　 中国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ꎮ)

２.基于劳动份额变化趋势的判断

本文基于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判断中国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ꎬ图 ２ 显示了中

国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 年三次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ꎮ 从图 ２(ａ)中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２ 年之前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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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劳动份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７０.５３％逐渐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３.４９％ꎬ第二、三产业的劳

动份额分别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１７.３０％和 １２.１８％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０.４６％和 ３６.０５％ꎬ表明

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制度的改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增长ꎬ以及由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和

城镇化所推动的服务业的发展ꎬ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ꎬ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

劳动份额变化呈现出“工业化”与“服务化”并行的趋势ꎮ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

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逐步演进趋势ꎬ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

增加均来自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释放ꎬ这意味着仅从服务业劳动占比提高来判定中国经

济是否进入“服务化”是不大合理的ꎮ 从劳动份额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服务化”的必要条件

是劳动力长时期、大规模地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ꎬ即劳动份额变化呈现单一的“服务

化”特征ꎮ 根据图 ２(ｂ)可知ꎬ２０１２ 年之后ꎬ第二产业劳动份额与上年相比持续呈现负增长ꎬ
而第三产业劳动份额与上年相比一直是正增长ꎮ 这表明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服务业劳动力的增加

不仅来自农业ꎬ也来自工业ꎬ劳动份额在产业间呈现出“两低一高”的变化趋势ꎬ意味着服务

业正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体部门ꎮ 综上ꎬ基于劳动份额的分析同样可以发现ꎬ中国经济自

２０１２ 年起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ꎮ

(ａ)各产业劳动份额 (ｂ)各产业劳动份额变化

图 ２　 中国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 年三次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ꎮ)

(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由“服务化”带来的吗?
１.“结构性减速”的生产率差异前提

上文从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变动的角度验证了中国经济“结构向上”的典型特征ꎬ而新

常态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基本事实也已揭示出“增速向下”的发展态

势ꎮ 那么ꎬ同一时间段在趋势上的此起彼伏是否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呢? 根

据鲍莫尔－富克斯假说ꎬ“结构性减速”是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低

的服务业部门导致的ꎬ需要同时满足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和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两个前提ꎮ
对前者而言ꎬ中国经济的“结构向上”表明生产要素正逐渐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ꎮ 因此ꎬ要验

证“结构向上”与“增速向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ꎬ只需证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普遍高于服务

业部门ꎮ 从国际经验来看ꎬ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率显著高于服务业ꎬ然
而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ꎬ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第二、三产业生产率孰高孰低在学界仍存有争议(庞瑞芝、邓忠奇ꎬ２０１４)ꎮ 接下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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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 ＤＥＡ 方法测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 ３９ 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ꎬ并计算出每年工

业和服务业分行业的生产率均值来比较产业间的生产率差异①ꎬ测算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从图

中可以发现ꎬ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显著高于服务业ꎬ故可判定

经济“服务化”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ꎮ 此外ꎬ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动相对平缓ꎬ相比

之下ꎬ工业生产率的增长率上下波动更剧烈一些ꎬ但二者均未呈现出显著的骤降趋势ꎬ表明

中国此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减速”ꎬ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下降ꎮ

图 ３　 中国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第二、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作者测算绘制ꎮ)

２.产业互动视角下“结构性减速”成立性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产业互动如制造业服务化、两业融合等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ꎬ如果孤

立地看待工业和服务业ꎬ忽视产业互动对两部门生产率的影响ꎬ就得出“结构性减速”在中国

成立的结论会受到质疑(席强敏等ꎬ２０１５)ꎮ 产业互动理论认为ꎬ在经济结构向服务化转型阶

段ꎬ工业的规模化、专精化发展可以引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加ꎬ而生产性服

务业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ꎬ进而有利于提高服务业整体生产率水平ꎻ
反过来ꎬ服务业的发展壮大能够更好地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ꎬ推动工业生产率提升ꎮ 这一良

性的产业互动模式将会通过提升全行业生产率弥合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ꎬ进而

抵消“结构性减速”ꎬ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ꎮ 接下来ꎬ本文基于产业互动视角进一步分析

“结构性减速”理论在中国能否成立ꎮ 本文利用中国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②ꎬ实证检验产业互动对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ＴＦＰ ｉｔ ＝α０＋α１ＩＮＴｉｔ＋ βＸ
　 →＋μｉ＋μｔ＋εｉｔ (１)

(１)式中: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ꎬ被解释变量 ＴＦＰ 表示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全要

１２

①

②

工业行业资本投入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ꎬ服务业行业资本投入使用永续

盘存法估算ꎻ工业行业劳动投入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ꎬ服务业行业劳动投入采用服

务业全社会总就业人数乘以服务业分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在服务业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估

算得到ꎻ产出使用行业增加值ꎬ并以 ２００７ 年为基期对所有以名义价值表示的数据进行价格调整ꎮ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ꎬ本文样本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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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ꎬ采用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进行测度ꎻ核心解释变量 ＩＮＴ 表示产业互

动ꎬ从工业使用的服务品投入和服务业使用的工业品投入两个方面衡量ꎬ分别以地区投入产

出表中工业使用服务品中间投入(ＰＩＳ)和服务业使用工业品中间投入(ＰＳＩ)的完全消耗系

数衡量①ꎻＸ
　 →

表示控制变量ꎬ包括资本深化(ＫＬ)ꎬ采用各地区人均资本衡量ꎻ人力资本(ＨＲ)ꎬ
采用各地区在校大学生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ꎻ政府支出(ＧＯＶ)ꎬ采用各地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之比衡量ꎻ对外出口(ＥＸ)ꎬ采用各地区出口额占 ＧＤＰ 之比衡量ꎻ资源禀赋(ＲＥＳ)ꎬ采用

各地区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之比衡量ꎻμｉ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ꎬμ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

应ꎬ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ꎮ
本文计量回归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ꎬ并以 ２００２ 年为基期对所有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数据进行价格调整ꎮ 表 １ 为主要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ꎮ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ＴＦＰ 工业生产率 ４８０ ０.４４６ ０.２７１ ０.０６６ １.２５１
ＳＴＦＰ 服务业生产率 ４８０ ０.５３１ ０.２４０ ０.０６８ １.１４７
ＰＩＳ 服务品投入水平 ４８０ ０.３９９ ０.２２５ ０.００８ １.２６８
ＰＳＩ 工业品投入水平 ４８０ ０.８４９ ０.３４６ ０.１１８ １.９０４
ＥＧ 经济增速(％) ４８０ ２.０６１ ３.９２１ －９.６２７ １４.９９１
ＳＴＲ 服务化水平(万元 / 人) ４８０ １.１０４ ０.５７２ ０.５２７ ４.８９４
ＫＬ 资本深化 ４８０ ７４.２２０ ５２.９５９ ９.１６５ ２９１.３８２
ＥＸ 出口 ４８０ １６.７４７ １８.８９３ １.１６２ ９２.７１７
ＧＯＶ 政府支出 ４８０ ０.２１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１ ０.７５８
ＨＲ 人力资本 ４８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７
ＲＥＳ 资源禀赋 ４８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２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ꎮ 表 ２ 第(１)至(４)列为产业互动对工业和服务

业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ꎮ 可以发现ꎬ工业使用的服务品投入越多越可以显著提升工业和

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ꎻ服务业使用的工业品投入越多反而越不利于其自身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ꎬ但可以通过扩大工业品需求提升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ꎮ 综合来看ꎬ由于正负影响的

相互抵消ꎬ产业互动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很小ꎬ但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生产率ꎮ 这一结

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仍成立②ꎬ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３ 第(１)至(４)列ꎮ 结合中国当前的

产业发展现实ꎬ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突出ꎬ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

都较小ꎬ服务业在工业化发展中的从属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余泳泽、潘妍ꎬ２０１９ꎻ戴魁早

等ꎬ２０２３)ꎮ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ꎬ中国产业互动并未形成良性的双向促进模式ꎬ不能推动全行

业生产率的整体性提升ꎬ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ꎮ 上述实证分析表

明ꎬ即使考虑产业互动的影响ꎬ“结构性减速”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ꎮ

２２

①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公布的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地区投入产出表ꎬ使用

ＲＡＳ 法扩展得到其余年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ꎮ
采用基于 ＤＤＦ 模型的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生产率指数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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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实证回归结果
工业 ＴＦＰ 服务业 ＴＦＰ 经济增速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ＩＳ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４)

ＰＳＩ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５)

ＳＴＲ －１.６７３∗∗

(０.７６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９６１∗∗∗

(０.０４５)
０.９６３∗∗∗

(０.０４４)
１.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１.０２８∗∗∗

(０.０３６)
４.５６３∗∗∗

(１.６４２)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３ ０.８１２ ０.８１２ ０.６６５
Ｎ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的统计显著性水平ꎻ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ꎮ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替换被解释变量 调整样本范围 ＧＭＭ 估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ＩＳ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６)

ＰＳＩ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６)

ＳＴＲ －２.０４７∗∗∗

(０.７８１)
－０.４９８∗∗∗

(０.１７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９８８∗∗∗

(０.０５２)
１.０１９∗∗∗

(０.０５０)
１.２５５∗∗∗

(０.０３７)
１.２５０∗∗∗

(０.０３６)
４.９７４∗∗∗

(１.５９６)
１.９００∗∗

(０.８３７)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２)－Ｐ 值 ０.４５１
Ｈａｎｓｅｎ－Ｐ 值 ０.９８２
Ｒ２ ０.６２６ ０.６３０ ０.７３５ ０.７３５ ０.６７２
Ｎ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５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的统计显著性水平ꎻ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ꎮ

３.“结构性减速”的实证检验

接下来ꎬ本文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ꎬ从实证层面直接检验中国经济“服
务化”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ＥＧ ｉｔ ＝α０＋α１ＳＴＲ ｉｔ＋βＸ
　 →＋μｉ＋μｔ＋εｉｔ (２)

(２)式中: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ꎬ被解释变量 ＥＧ 表示地区经济增速ꎬ采用各地区

实际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率衡量ꎻ核心解释变量 ＳＴＲ 表示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ꎬ采用各地区第

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ꎻ其他变量的含义与上文相同ꎮ
表 ２ 第(５)列报告了产业结构“服务化”对经济增速影响的回归结果ꎮ 可以发现ꎬ产业

结构“服务化”会对经济增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ꎬ这表明中国经济“服务化”转型并未产生

“结构红利”ꎬ也没能摆脱“结构性减速”这一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ꎬ反而阻滞了经济

高速增长ꎬ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ꎮ 这一结论在调整样本范围①、采用 ＧＭＭ 估计方法后

３２
①为防止极端值带来的估计偏误ꎬ将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 １％的缩尾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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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成立ꎬ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３ 第(５)列和第(６)列ꎮ

三、“被动服务化”的特征事实及后果

上述研究表明ꎬ中国经济自 ２０１２ 年起正式迈入单向“服务化”的结构变迁路径ꎬ这种“服
务化”带来的“结构性减速”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ꎮ 但不同于

发达国家自然演进的结构转型ꎬ中国的“服务化”因为一些特殊原因ꎬ带有一定的被动早熟特

征ꎬ是一种“被动服务化”ꎮ 如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强制性和自发性相结合ꎬ自发性渐次

取代强制性ꎬ但仍存在要素配置扭曲ꎻ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矛盾长期存在ꎮ 因

此ꎬ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被动服务化”ꎬ接下来本文重点阐述中

国经济“被动服务化”的特征事实及其后果①ꎮ
(一)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特殊性及根本原因———“被动服务化”
１.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变化对比

首先ꎬ相较于美、英等高收入经济体ꎬ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制造业比重下降过

快ꎮ 从表 ４ 来看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 １１ 年内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８.４８％ꎬ制造业比重下降 ５.３１％ꎬ而美国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 ２１ 年间制造业比

重仅下降 ０.６４％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制造业比重反而有所上升ꎮ 此外ꎬ从制造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率来看ꎬ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增长率相对较低ꎬ这与制造业结构中先进

制造业占比不足密切相关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２.１２％ꎬ而
在此阶段美、英、法、德、日、韩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２.６３％、４.６２％、５.９０％、４.２５％、
６.０６％、６.５５％ꎮ 因此ꎬ从美、英、法、德、日、韩等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ꎬ在经济体由

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的过程中ꎬ工业化一般处于从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的过

渡期ꎬ此时制造业仍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ꎮ 根据表 ４ꎬ美、英、法、德、日、韩等高收

入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在其经济转型前后变化不大ꎬ且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保持稳定增长ꎬ而
中国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ꎬ最终导致

“结构性减速”压力过大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特殊性之一在于过早、过快

地“去工业化”ꎮ
其次ꎬ相较于美、英等高收入经济体ꎬ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服务业比重上升过

快ꎮ 从表 ４ 来看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 １１ 年内服务业比重上升９.８％ꎮ
而美、英、德、日、意等高收入经济体在整个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期服务业比

重仅上升 ３.３１％、５.３４％、１.１１％、４.７４％、２.８１％ꎮ 尽管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一

般规律ꎬ但中国这种“快速服务化”明显区别于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经验ꎮ
究其根本ꎬ中国当下的服务化带有“被动”属性ꎮ 一方面ꎬ中国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ꎬ劳动

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ꎬ再加上节能减排的硬性约束ꎬ制造业出现“未高先衰”迹象ꎮ 也就是

说ꎬ中国制造业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专利、品牌塑造等方面的飞跃ꎬ对要素的吸引力就已经显

得相对乏力ꎬ导致要素配置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系统性扭曲ꎮ 另一方面ꎬ地方政府对产业结

４２

①与发达国家市场主导下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形态的自然演进不同ꎬ本文“被动服务化”是指经济结构

的“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快服务化”ꎬ关键特征表现为制造业“未高先衰”和服务业“低端蔓延”ꎬ最终导致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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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高级化和服务化的误解与误判ꎬ加速“去工业化”ꎮ 由于制造业转型升级遭遇技术创新和

环境保护等多重压力ꎬ使得地方政府忽视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ꎬ片面追求“去
工业化”ꎬ同时加大对金融、房地产等既能拉动 ＧＤＰ 增长ꎬ又能保税源的服务业的支持ꎬ加速

推动要素向服务业流动ꎮ 根据统计数据ꎬ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服务业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速达

到 １７.６５％ꎬ而工业仅为服务业的一半ꎬ为 ８.５６％①ꎮ 因此ꎬ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在 １１ 年内快速

上升了 ９.８％ꎬ远高于美、英等高收入国家在此阶段的服务化速度ꎮ

　 　 表 ４ 　 　 中国与发达国家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结构变化指标②

国家 阶段 年份
第二产增加
值比重(％)

制造业增加
值比重(％)

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 区间

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年均增长率(％)

美国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４１ 年 ３１.３８ ２４.３７ ６０.７５ １９４７—１９６２ 年 ２.６３
高收入 １９６２ 年 ３２.５０ ２３.７３ ６４.０６ １９６３—１９７２ 年 ２.３８

英国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５３ 年 ５２.０６ ３９.５４ ４３.７０ １９６０—１９７３ 年 ４.６２
高收入 １９７３ 年 ４７.５０ ３４.７８ ４９.０４ １９７４—１９８３ 年 １.８７

法国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６０ 年 ３０.５０ １２.８９ ６３.５１ １９６０—１９７１ 年 ５.９０
高收入 １９７１ 年 ３６.２４ １７.２６ ５９.４３ １９７２—１９８１ 年 ２.９８

德国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６０ 年 ４７.０３ ３１.４２ ５０.７２ １９６０—１９７３ 年 ４.２５
高收入 １９７３ 年 ４６.０１ ３２.８２ ５１.８３ １９７４—１９８３ 年 ２.１１

日本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６８ 年 ４１.５５ ３３.０１ ５２.４３ １９６８—１９７７ 年 ６.０６
高收入 １９７７ 年 ３８.１１ ２８.１８ ５７.１７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 年 ３.４１

意大利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６８ 年 ４５.５６ ３１.９５ ４４.３０ １９６８—１９７８ 年 ４.２８
高收入 １９７８ 年 ４５.０２ ３３.９０ ４７.１１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 年 ３.３９

西班牙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７３ 年 ４５.６７ ３３.７５ ４２.０５ １９７３—１９９０ 年 ２.６５
高收入 １９９０ 年 ３９.９３ ２６.４８ ５２.２８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 １.２５

新加坡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７８ 年 ３２.９２ ２４.３９ ６５.７３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 ３.３７
高收入 １９８８ 年 ３６.５９ ２８.３７ ６３.０６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 ５.１３

韩国 上中等收入 １９８８ 年 ４３.４５ ３２.１６ ４５.５６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 ６.５５
高收入 １９９５ 年 ４４.５９ ３０.６９ ４８.１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 ７.２０

中国 上中等收入 ２０１０ 年 ４６.５０ ３１.６０ ４４.２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２.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３８.０２ ２６.２９ ５４.００ － －

　 　 数据来源: ( １)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ＧＧＤＣ 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ｇ. ｎｌ / ｇｇｄｃ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ｐｗｔ / )ꎻ( ２ )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 ０ ( ＰＷＴ１０. ０ 数 据 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ｇ. ｎｌ / ｇｇｄｃ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 )ꎻ(３)郭克莎ꎬ２０２２:«突破结构性制约的中国探索与创新»ꎬ«中国社会科学»第 １０ 期ꎮ

２.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服务业内部结构对比

首先ꎬ从中国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内部结构对比来看ꎬ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ꎬ大量

劳动力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ꎮ 从表 ５ 服务业内部各产业劳动力占比来看ꎬ社区、社会和个人

服务的劳动力占比高达 ４０％ꎬ而运输、仓储和通信ꎬ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的劳动力

占比共为 １６％ꎬ这意味着相较于发达国家ꎬ中国劳动力大量聚集于生活性服务业ꎮ 由此可

知ꎬ虽然中国自 ２０１２ 年进入服务化阶段ꎬ但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大多被生活性服务业而

非生产性服务业所吸收ꎬ这种劳动要素由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转移加大了“结构

性减速”压力ꎮ

５２

①
②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测算得到ꎮ
由于数据缺失ꎬ美国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数据从 １９４７ 年开始ꎬ英国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数据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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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中国与发达国家上中等收入阶段服务业劳动力占比

贸易、餐饮和
酒店

运输、仓储和
通信

金融、保险、房地产和
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
社区、社会和
个人服务

美国 ０.３５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０７
英国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０５
法国 ０.３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３９ ０.０５
德国 ０.４１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２７ ０.０７
日本 ０.４３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２５ ０.０５
中国 ０.２８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４０

　 　 数据来源: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 ＧＧＤＣ 数 据 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ｇ. ｎｌ / ｇｇｄｃ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ｐｗｔ / )ꎮ

其次ꎬ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劳动力及其生产率变动来看(见表 ６)ꎬ生活性

服务业仍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ꎬ且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率呈现为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ꎮ
其中ꎬ从劳动力存量来看ꎬ２０２０ 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ꎬ教育ꎬ卫生和社会工作是

服务业内部劳动力占比最多的前三个行业ꎬ吸纳了约 ４８.５６％的服务业劳动力ꎮ 从劳动力变

动来看ꎬ虽然近 １０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

劳动力占比有所提高ꎬ但生产率却不涨反退ꎬ劳动力的流入仍是效率损失的体现ꎮ 因此ꎬ细
分行业的分析表明ꎬ第一ꎬ生活性服务业仍是服务业中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行业ꎬ近 １０ 年快速

服务化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进入生活性服务业属于“被动服务化”ꎻ第二ꎬ虽然有部分劳动力流

向了生产性服务业ꎬ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低端发展状态ꎬ不能实现生产要素从低生产

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跃迁ꎮ

　 　 表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劳动力占比及生产率
劳动力占比(％) 劳动生产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变化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年均增长率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０.７１ １９.２２ －１.４９ １１.３５ １１.９８ ０.００
教育 ２２.９３ １９.０９ －３.８４ ７.６１ ９.８２ ０.０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９.１７ １０.２５ １.０８ ９.４６ １１.１３ ０.０１
金融业 ６.８１ ８.３７ １.５６ ４４.６３ ４６.７０ ０.０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９.１５ ７.９１ －１.２３ ３０.３２ ２３.９７ －０.０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７６ ７.６７ －０.０９ ６６.８０ ５８.５８ －０.０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５０ ６.２７ １.７８ ２５.１０ ２４.２０ ０.００
房地产业 ３.０７ ５.１２ ２.０５ １０７.６７ ６７.０５ －０.０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６９ ４.７５ ２.０５ ４７.８０ ３７.６７ －０.０２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２４ ４.２０ －０.０４ １９.２８ ２６.８９ ０.０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０３ ２.５０ －０.５３ ３８.５７ ２８.５８ －０.０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１７ ２.３９ －０.７８ ８.００ １１.４５ ０.０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９０ １.４６ －０.４５ １８.９９ ２２.４０ ０.０２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０.８７ ０.８１ －０.０７ １０１.３６ ９４.７５ －０.０１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ꎮ

综上ꎬ相较于发达国家ꎬ中国“经济服务化”具有两点特殊性:一是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
生产率增长率过低ꎻ二是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生产率增长缓慢ꎮ 众所周知ꎬ生产性服务

业与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是发达国家在其“去工业化”过程中保持高生产率的关键ꎬ即使制

造业比重不断下降ꎬ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持续优化也能支撑经济增长ꎬ这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

原则ꎮ 不同于发达国家ꎬ中国的“经济服务化”呈现出“被动”“早熟”特征ꎬ即“被动服务化”ꎮ
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向后期成功转型、制造业仍处于中低端徘徊的情况下ꎬ大量生产要素涌入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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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ꎬ容易造成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衡ꎬ并不满足生产资源向高效率部

门转移的原则ꎬ这也是中国“结构性减速”比发达国家更为明显的根本原因ꎮ
(二)“被动服务化”的后果

１.服务业发展呈现低端蔓延态势

就一般发展规律而言ꎬ制造业会因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分工细化ꎬ对以知识生产配置

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持续需求ꎬ同时传统服务业因适应需求变化、应用新技术等也会

不断发展ꎬ从而整体优化服务业结构和提升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ꎮ 但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

仍处于传统服务业占主体、以个人消费需求拉动服务业增长的第一阶段ꎬ因为前述的一些非

自然演进因素影响ꎬ带有“被动服务化”和内部结构失衡的特点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ꎬ生
产要素过早地流出工业将导致服务业发展呈现低端蔓延态势ꎮ

在劳动要素方面ꎬ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门槛ꎬ劳动密集型的生活性服

务业便成了囤积大量较低人力资本水平和职业素养劳动者的就业蓄水池ꎬ即便是部分生活

性服务行业已经开始应用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ꎬ但支撑行业发展的劳动力结构仍然是低技

能型的ꎮ 袁富华等(２０１６)认为类似的服务业发展是被低技能的“人口漂移”所左右ꎬ例如从

农村漂移到城市的初级劳动力成为小商小贩ꎬ集聚于非正式服务业部门ꎬ最终导致中国低端

服务业蔓延ꎮ 在资本要素方面ꎬ当前中国服务业结构性问题突出ꎬ一方面ꎬ发展规模较小的

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容纳大量的资本流入ꎻ另一方面ꎬ虽然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较

高ꎬ但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ꎬ在激励性投资制度等尚不完善的中国ꎬ资本更倾向于流入收

益更高的房地产和乘上新技术革命快车道的生活性服务业ꎬ如 ２０２１ 年共享经济领域的直接

融资规模达到 ２ １３７ 亿元①ꎮ 这既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ꎬ又激化了服务业内部的结构性

矛盾ꎬ最终表现为服务业发展的低端蔓延ꎬ加剧了低端服务业的过度竞争ꎮ 综上ꎬ“被动服务

化”下生产要素流入生活性服务业ꎬ本质上表现为低效率的服务业对相对高效率的制造业的

替代ꎬ这种效率损失轻则导致经济增速放缓ꎬ重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ꎬ拉美国家正是在这种

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失败下丧失经济增长动力ꎬ陷入长期经济震荡与停滞ꎮ
２.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

制造业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ꎬ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ꎬ保证制造业比重处于

合理区间成为中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然而ꎬ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仍离不开大量

劳动力供给ꎬ服务业“过早”抢夺制造业劳动力数量会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命周期空

间缩短ꎬ难以更好地发挥区域间产业“雁阵式”发展的大国经济优势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从劳动

力质量视角来看ꎬ服务业可能会抢夺制造业技能型劳动力ꎬ从而导致制造业“技术－效率”升
级路径断裂ꎮ 相较于服务业ꎬ制造业在工资待遇上不具有明显优势ꎬ外加服务业往往位于城

市中心ꎬ具有舒适优越的办公环境ꎬ导致制造业在技能型劳动力的争夺上陷入劣势(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ｔꎬ２０１８ꎻ铁瑛、崔杰ꎬ２０２０)ꎮ 若技能型劳动力能顺利流向生产性服务业ꎬ在一定程度

上仍可支撑制造业的发展ꎮ 但若受制度不完善、高度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流向生活性服务

业ꎬ则会加剧制造业的人才流失ꎬ在引进模仿等“技术红利”逐渐削减的背景下ꎬ很容易导致

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未高先衰”ꎮ 图 ４ 显示了各行业本科生(ａ)和研究生(ｂ)就业

比重较上年变化的趋势ꎮ 从图中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２ 年之后ꎬ本科生和研究生就业在制造业中的

７２
①数据来源: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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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ꎬ在服务业中的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ꎬ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本文技能

型劳动力更偏好于流入服务业的结论ꎮ 在中国突破工业“四基”①制约的自立自强目标还未

完全实现的情况下ꎬ如果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现象不能根治ꎬ工业“四基”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都将受阻ꎮ 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和人口大国而言ꎬ制造业是激励人力资本积累ꎬ培育中等

收入群体的基础(蔡昉ꎬ２０２１ꎻ唐永、蒋永穆ꎬ２０２２)ꎮ “被动服务化”短期内对制造业技能型

劳动力的某种抢夺ꎬ会导致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ꎬ进而难以让制造业持续发挥

对服务业的需求诱导作用ꎬ也就难以打破服务业的结构性陷阱ꎮ

图 ４　 高技能人力资本在各行业分布的变化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ꎮ)

(三)“阵痛”还是“久痛”?
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一般规律来看ꎬ经济结构“服务化”是必然趋势ꎬ而且受到工业与服务

业之间生产率差距的影响ꎬ这种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某种阻滞影响ꎬ即带

来“阵痛”ꎮ 然而ꎬ纵观中国的经济结构“服务化”演进历程ꎬ如前所述带有“被动服务化”特点ꎬ
并非是完成了高质量工业化后的自然演进结果ꎮ 改革开放至今 ４０ 余年内ꎬ中国实现了时空压

缩式的高速工业化ꎬ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ꎬ这既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拥有人

口等低成本资源禀赋优势相关ꎬ也是中国采取一系列不平衡发展战略支撑的结果ꎮ 但这种时

空压缩式的高速工业化带来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时空错位ꎬ可能使“被动服务化”的经济结构

转型面临的不是“阵痛”而是“久痛”ꎮ 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的“阵痛”期本质上是增长动能

转换期ꎬ任何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ꎬ而“久痛”则意味着动能转换的失败ꎮ
在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阶段ꎬ之所以产生“阵痛”转为“久痛”的担忧ꎬ与当下中

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重困难息息相关ꎮ 第一ꎬ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创新能力ꎬ但中国技术

创新正处于“向前”自主创新不足ꎬ“向后”技术引进模仿受限的两难境地ꎻ第二ꎬ作为技术创

新、引领增长的重要部门ꎬ中国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ꎬ难以形成大规模集

聚式发展ꎬ从而引发中国三次产业间的比例结构虽日渐合理ꎬ但每一产业内部结构性矛盾更

为突出的外优内滞问题ꎬ无法形成良性产业互动ꎬ通过产业融合等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受

限ꎻ第三ꎬ中国收入差距总体上还未形成收敛之势ꎬ国内需求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尚未完成之际ꎬ带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ꎬ潜在需求释放有限ꎬ中低

８２
①工业“四基”是指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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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群体的需求升级乏力ꎬ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内需拉动的大国经济优势ꎬ从
供需双侧桎梏了经济高质量增长ꎻ第四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潜力不断减弱ꎬ人口老龄化

问题越发突出ꎬ而现阶段的中国人力资本总量ꎬ特别是人力资本结构的配置扭曲不足以支撑

要素配置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跃迁ꎬ“脱实向虚”不仅体现在资金配置上ꎬ而且在

劳动力配置领域同样表现突出ꎮ 除此之外ꎬ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调整进入动荡期ꎬ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ꎬ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ꎬ
为履行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承诺提出了“双碳”目标ꎬ这对处于经济转型朝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迈进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考验ꎮ

四、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

要推进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ꎬ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ꎬ不仅需要缩小制造业和服

务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ꎬ更重要的是打破潜在生产率增长空间并未充分释放的根本性制约ꎮ
中国经济转型要想顺利渡过“阵痛”期ꎬ避免由“阵痛”转为“久痛”ꎬ就必须围绕提高生产率

这一核心寻求突破ꎮ 从西方发达国家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来看ꎬ历次技术革命

是其转换经济发展动能ꎬ实现“换道超车”的机遇期ꎮ 现阶段ꎬ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特征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ꎬ正沿着技术－资本－市场－产业－社会等扩散渠道迅速渗入到经济生产

和社会生活中ꎬ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的一个历史性机遇ꎬ而这一过程至

少需要经历三个阶段(见图 ５)ꎬ需要依据数字经济在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ꎬ有侧重地推动经

济结构优化(李三希等ꎬ２０２３)ꎮ

图 ５　 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的三个阶段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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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一:借助数字赋能的行业差异ꎬ缓解“结构性减速”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在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缓解“结构性减速”ꎬ此时经济结构

的演变仍摆脱不了“被动服务化”特征ꎮ 传统经济条件下服务化带来“结构性减速”的前提

在于行业间生产率差距ꎬ但这种生产率差异因为数字技术变革可能发生趋势性改变ꎮ 在第

一阶段ꎬ由于数字技术应用在工业部门存在“新索洛悖论”①ꎬ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融合渗

透是从服务业发端ꎬ服务业率先享有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提升红利ꎬ因此可通过缩短服务业与

工业生产率的差距缓解“结构性减速”ꎮ
原因在于ꎬ第一ꎬ数字赋能初期因为成效的不确定性ꎬ更偏向靠近终端客户的移动互联

网带来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应用ꎮ 相比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ꎬ以生活性服务

业为主体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所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相对较少ꎬ而客户参与度、体验度和

满意度却相对更高ꎬ因此生活性服务业成为数字赋能的先行领域ꎮ 第二ꎬ数字赋能的效应大

小高度依赖于进入产业数字化网络的企业节点的数量多少ꎬ相较于服务业ꎬ工业或者说制造

业的产业链条长ꎬ工艺流程和生产组织方式复杂多样ꎬ其数字化网络效应发挥的临界规模更

大ꎬ数字化改造的进程较慢ꎮ 第三ꎬ服务业的城市集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高端化

以及制造业岗位价值认同降低从而缺乏吸引力的现象使得工业或者说制造业的高技术高技

能人才相对短缺ꎬ这可能降低了数字经济对工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ꎮ
综合来看ꎬ由于初期制造业内部结构性升级阻滞ꎬ服务业的数字化赋能集中于生活性服

务业ꎬ形成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以及服务业低端蔓延的困局ꎬ制造业和生产性

服务业并未得到充分发展ꎬ数字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在第一阶段仍未摆脱“被动服务化”
的特征ꎮ 同时ꎬ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水平漂移”ꎬ难以通过人力资

本提升实现就业的“向上跃升”ꎮ 因此ꎬ在数字经济发展仍突破不了“新索洛悖论”的第一阶

段ꎬ政府可以将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作为数字经济优化经济结构的重心ꎬ从而实现“稳增长ꎬ调
结构”兼顾的发展目标ꎮ

(二)阶段二:释放数字经济的增效潜力ꎬ抵消“结构性减速”
“结构性减速”在进入服务经济的发达国家仍普遍存在ꎬ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在

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抵消“结构性减速”ꎬ而提高全行业生产率是抵消“结构性减速”的核

心ꎮ 如果能够及时把握通用性数字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契机ꎬ借助数字赋能克服产业内结构

性矛盾、优化人力资本结构ꎬ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全行业生产率ꎬ就可以抵消“结构性减速”ꎬ突
破“被动服务化”困境ꎮ 第二阶段会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ꎬ期间会出现机器人替人导致的

结构性失业、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导致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不足等多种问题ꎬ但经济结构将朝

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的服务化方向演变ꎮ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ꎬ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应用ꎬ突破

“新索洛悖论”ꎬ促使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ꎮ 首先ꎬ随着物联网、大数据、

０３

①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统计数据上的生产率提

升ꎬ称之为“索洛悖论”ꎬ而当前数字技术应用也面临相似困境ꎬ学者称之为“新索洛悖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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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ꎬ制造业企业可以将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

相结合ꎬ推动生产要素高级化和生产流程智能化ꎬ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

术密集型转变ꎬ不断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ꎮ 同时ꎬ数字技术要实现赋能ꎬ装备化是路径之一ꎬ
这对智能装备制造和支持制造过程实现数字化的技术工艺都将产生直接需求ꎬ从而引导制

造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ꎮ 其次ꎬ数字时代下制造业的高级化发展也会促进分工细化ꎬ带动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ꎬ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ꎮ 如以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服务型制造ꎬ
会加速制造与服务融合的速度和广度ꎬ目前拥有技术和品牌优势的制造企业已然蜕变为以

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ꎮ 此外ꎬ生产性服务业大多具有知识密集型特征ꎬ在数字

经济时代更易探索形成指数型增长路径ꎬ从而遏制服务业低端蔓延趋势ꎬ推动服务业结构优

化ꎮ
第二ꎬ数字技术会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ꎬ加速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

本深化过程ꎬ促使满足人力资本要求的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ꎮ 随着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仿
生制造等基础研究的深入推进ꎬ制造技术与数字技术在智能制造中深度融合发展ꎬ工业部门

的资本劳动比将不断增加ꎬ物质生产水平也得以大幅提高ꎮ 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

弹性高ꎬ甚至在数字经济时代可能会变得更高ꎬ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化资本将逐渐替代

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力ꎬ如智能制造、机器人换人等ꎮ
第三ꎬ人力资本结构不断优化ꎬ劳动力逐渐向服务业转移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

发展(何小钢等ꎬ２０２０)ꎮ 如第二点所述ꎬ数字技术应用使得物质生产力大幅提升ꎬ物质生产

成本和价格大幅下降ꎬ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ꎮ 一方面ꎬ数字经济孪生出的新产品

与新功能将催生新的市场消费需求ꎬ从而带动智能化产业链中一批新型知识与技术密集型

产业的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产品丰富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ꎬ将激发

更多高端个性化服务和精神消费产品的需求ꎬ创造大量新的服务业如高水平教育与医疗的

就业岗位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匹配会导致数字技术应用在第二阶段前期

产生结构性失业问题ꎮ 这就需要借助数字经济的共享、集聚、外溢和匹配等效应优化人力资

本结构ꎬ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ꎬ为第三阶段的高质量服务经济形态奠定基础ꎮ
总而言之ꎬ第二阶段与高质量服务化的经济结构仍存在一定差距ꎬ主要体现为低技能劳

动力被迫进入生活性服务业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部分承担生产性服务功能的部门仍未从

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等ꎬ因此这一阶段需要重视数字技术对中低端岗位带来的就业冲击与结

构性失业问题ꎮ
(三)阶段三:深化数字技术的分工效应ꎬ走向“服务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在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向着发达国家的服务经济

形态演变ꎮ 在第三阶段ꎬ社会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ꎬ智能制造下的物质生产极大化与

现代服务业高报酬共同推动人民幸福生活ꎮ 试想一种情景ꎬ物质部门全部由数字链接下的

智能资本生产ꎬ服务部门全部由劳动生产ꎬ根据卡尔多事实ꎬ物质部门和服务部门的收入比

约为 ３ ∶ ７ꎬ那么劳动所获报酬足以实现人们的物质消费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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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数字技术应用有效促进了专业化分工ꎬ原承担生产性服

务的部门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ꎬ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ꎮ 首先ꎬ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下的

关键要素投入ꎬ其低成本、高流动性及非排他的优势有助于突破时空与数量限制ꎬ同样的数

据可以被不同的经济主体进行反复搜集与利用ꎬ从而促进产业间专业化分工的实现ꎮ 其次ꎬ
数字化平台帮助供需双方实现直接高效的互动对接ꎬ从而缩短传统产业分工中从源头设计

到运输销售的冗长中间链条ꎬ使得各个经济主体可以根据及时的市场反馈进行生产专业化

提升ꎮ 独立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依靠其贯穿于生产各个阶段的服务ꎬ参与到生产、流通、分
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ꎬ成为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以及市场资源的调

配器ꎻ二是随着第二阶段数字经济下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优化ꎬ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变为服

务业ꎬ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ꎮ 原中低技能劳动力通过有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技

能培训及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机会ꎬ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实现个人职业层次的向上跨越ꎬ
原无固定职业的“自媒体人”“家政服务人员”升级为“全媒体运营师”“健康照护师”ꎬ通过提

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带动服务业价格上涨ꎬ这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成本病”ꎮ

五、结论与建议

“服务化”是后发国家完成大规模工业化后的必经之路ꎬ但因结构转型失败而陷入经济

增长停滞的国家不胜枚举ꎮ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ꎬ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ꎬ如何应对

经济“服务化”可能带来的转型陷阱ꎬ已经成为当下亟需探究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ꎮ 本文

首先基于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予以判断ꎻ其次从生产率

差异和产业互动等视角对中国“结构性减速”的成立性进行再验证ꎬ并探讨新常态以来中国

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ꎻ接着提出中国经济“服务化”是一种建立在制造业“未高先衰”上
的“被动服务化”ꎻ最后探索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转型走出“阵痛期”的可能路径ꎮ 研究结

果表明:(１)２０１２ 年之前ꎬ中国服务业产出份额不断上升并非建立在工业产出份额逐渐下降

的前提下ꎬ而是处于“去农业化”阶段ꎬ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服务业和工业产出份额的“一升一降”
以及劳动份额的“两低一高”表明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ꎬ且这种“服务化”更多地

体现为“被动服务化”ꎮ (２)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显著低于工业且两者并未呈现显著的骤降趋

势ꎬ表明中国此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减速”ꎬ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普遍下

降ꎮ 即便考虑产业互动ꎬ“结构性减速”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最大成因ꎮ (３)生产要素

被迫流入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ꎬ可能会造成中国服务业低端蔓延和制造业“技术－效
率”升级路径断裂的后果ꎻ经济增速放缓仅是“被动服务化”的外在特征ꎬ服务业低端蔓延和

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才是“被动服务化”的本质体现ꎮ (４)生产率是造成和化

解这一系列错综复杂难题的关键ꎬ要想顺利渡过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期”ꎬ就必须围绕提高

生产率这一核心寻求解决路径ꎬ数字经济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服务化转型的全新契

机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ꎬ本文以放缓“服务化”步伐、调整“服务化”方向、抓住数字经济机

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基本立足点ꎬ为中国顺利渡过转型“阵痛”期ꎬ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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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长跨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１)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ꎬ为结构转型提供缓冲空间ꎮ
一方面ꎬ避免盲目淘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丧失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ꎬ充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

经济体的区域潜力ꎬ逐渐推进低端产业由沿海到内陆、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ꎬ形成区

域间及区域内的产业“雁阵模式”ꎮ 另一方面ꎬ重新构建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ꎬ逐渐

摆脱对技术引进和模仿的依赖ꎬ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外部保障ꎬ如实施税收、金融、投资、公
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ꎮ (２)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向ꎬ为结构转型

打好发展基础ꎮ “服务化”替代“工业化”成为增长引擎离不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充分发

展ꎬ政府要明晰现阶段服务业发展目标ꎬ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ꎮ 中国

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服务业发展尚未成熟ꎬ应当限制低端服务业无效扩张ꎬ为知识技术

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提前做好资金支持、人才培育、制度设计和环境打造等方面的充足准备ꎮ
(３)抓住数字经济机遇ꎬ为结构转型增添外部动力ꎮ 一是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ꎬ通
过制造模式的模块化实现传统产业效率改进ꎬ如智能制造、定制化生产等ꎻ二是要依托数字

技术优化供给结构ꎬ精准匹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ꎬ解决供需错配难题ꎻ三是要依托数据这一

新生产要素ꎬ探索商业新模式和新业态ꎮ (４)加快人力资本积累ꎬ为结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ꎮ
一方面ꎬ以智力资源为依托ꎬ围绕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等主体ꎬ打造产学研协调发展的科技

园区ꎬ重塑创新人才培育模式ꎮ 创新人才培育必须打破以往的学校教授基础学科、企业提供

实践经验的培养模式ꎬ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作为中介载体ꎬ塑造学校、企业融合培养人才的

全新模式ꎬ为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高级化提供人力资本“量的有效积累”ꎮ 另一方面ꎬ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ꎬ解决制造业技能劳动力流出难题ꎮ 制造业相较于服务业在区位选择上

具有天然劣势ꎬ促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提升制造业所在城市的吸引力是解决

该难题的关键ꎬ这有利于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间“量的合理分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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